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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在乡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深切地“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孜孜不倦地批判解着破旧的历史，呈现出解构的创作视角。现代文化生态学是受生态学影响而兴起的一个学科，认为文化成与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鲁迅乡土小说的视角成因进行一番疏分析，以期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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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在乡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以深切地“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孜孜不倦地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时代性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为什么致力于乡土小说创作的鲁迅的故乡情怀不是眷恋，而是离弃，对于乡土文化不是建构，而是解构呢？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鲁迅对农村题材的态度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这种倾向性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作家主观因素和外部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地域文化、童年记忆、教育经验则起着十分重要的隐性或显性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成因进行一番疏理和分析，以期获得较为全面地认识。
现代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生成与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环境，包括由自然环境、物质生活环境,以及由语言、思想、观点、理论、制度、伦理、风俗、文学艺术、大众传播等构成的精神生活环境。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就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而言，地域文化、童年记忆和教育经验等则其者十分中要的隐性或显性的作用。
一、地域文化
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区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他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必然会打上深刻的地域烙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卓有成效的小说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文学的永恒正取决于作家对这块土地独特的文化风俗和生活底蕴的审视与表现，具体到鲁迅就是浙东文化。
鲁迅出生于江南水乡，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吴越一带水域丰富，水涝灾害常有发生，古吴越人民为了生存而同自然进行斗争,造就了尚力、好斗、坚韧的民风,呈现出激烈的一面，这种“激烈”与反抗的精神特质在代代相沿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鲁迅在继承吴越文化精神反抗的共性的同时，更敬仰“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强的魂灵”，在黑暗、虚无的绝望中坚持反抗和独立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对“激烈”一脉的承继。在南京求学的时候，鲁迅很爱骑马，每天都要跑一两个钟头，还开始使用“戛剑生”“戎马书生”等别号，甚至刻了“文章误我”的印章，行为上有浓重的尚武之气。他以“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放达任情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立场，镌刻着“激烈”的文化品格。在思想倾向上，鲁迅更喜欢孔融、嵇康，欣赏他们那种私立不羁的人格，充满叛逆的文化气质。早年鲁迅是深深热爱和沉浸于这样的文化中的。
在政治上，浙东是一块近代以来得风气之先、但骨子里依然浸染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地。以儒、释、道精神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维系着这个传统的社会，它注重克己修身来迁就外部世界，以改变和抑制自己去适应和维持不变的社会秩序。倘若说封建制度是从外在的强制性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话，那么，封建伦理道德则是从内在的服膺性达到宗法社会的稳定，它渗入乡民们的血液中，成为他们的生活信念和行为规范。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现实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而新文化的熏陶、新理念的接受,新思想的影响，使鲁迅逐渐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吃人”的文化，它的吃人性是建立在不承认人的个体性、不承认人的独立性、不承认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权利之上的。它不是把人视为社会的“公民”，而是必须要求人成为社会的“顺民”，而这种“顺民”则是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顺从权利的人。这种文化以其惊人的威慑力量窒息着社会的精神活力和创造精神。鲁迅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化的残酷性和虚伪性，揭露它的吃人的本质，以唤醒民众，改变国民的精神。
二、不同的童年记忆
童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时期，作家“在孩提时代的内心激情”基本上决定了“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少年时代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极大地制约着其后创作的发展方向。[2]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族，有数百年历史的名门望族“台门周家”在道光年间开始的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引起了家族生活的巨大变化。种种败落和惨淡的景象，在鲁迅的内心深处投上了浓重的阴影。特别是祖父的“科场贿赂案”发生后，为保全祖父，就年年变卖土地和家产，家业所剩无几。父亲周伯宜因此精神萎靡，随后身患重病，常常口吐狂血、精神反常，无缘无故地受到惊吓，变得神魂不安。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一面要承受这生活变故的打击，一面还要为孤立无援、煎熬万端的母亲分忧。期间，祖父的“科场贿赂”案发生后，全家惊恐万分，深怕受到株连，鲁迅便随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乡下的舅舅家避难。寄人篱下，倍受歧视，因着避难“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而未能象过去那样感受到一种亲情间的温情，这在鲁迅无异于侮辱，这些遭际让他看清了上层社会的丑恶、冷酷、虚伪,产生了对他们的憎厌之情。然而家庭的变故，也使得他有一个较长的在农村停留的时间(大约半年)，于是，他与“闰土”交上了朋友，而且看到了许多诸如“阿Q”、“小D”之类的佣工，像翠姑遭遇婚抢、惊吓落水而死的情景也曾亲眼目睹。仕宦之家由兴旺走向破败的经历，使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而乡土人的热情与淳朴却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也让他初步了解了农民的疾苦。鲁迅自己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从小就手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正是这深刻的童年记忆使成年的鲁迅依然感到,“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3]中国农民的苦难以童年记忆的方式点点滴滴地注入了鲁迅的心中。这种悲郁忧思的情感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逐渐强化，终其一生，未曾改变，特别到他青年和中老年期，这种情感与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难以拂去的孤独感胶结在一起，而表现为一种炽烈无比的大爱大憎，韧长昂扬、永不休战的战斗豪情。
三、不同的教育与经验在以特殊的方式获得了关于中国乡村的不同程度的感受与印象后，以怎样的思想倾向来整合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离开三味书屋以前，鲁迅接受的是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获得整体上的反叛意识，则是鲁迅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结果。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近代科学文明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如尼采哲学、达尔文进化论等，早年写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宣扬科学民主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的过程中，鲁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魄，将个人生命容入民族与社会整体。当时日本留学生澎湃的反清起义革命浪潮吸引着鲁迅的全部注意力，他将民族整体的生存发展和人的精神解放，看成是最神圣、最庄严的事业，看成严峻的不可或缓的历史任务。他的思想境界，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狭小范围，站在了时代精神与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反抗情绪呈现为在冷静的外表包裹下对旧社会的深刻暴露，对封建势力吃人罪恶的无情控诉，以及对群众麻木愚昧的批判。鲁迅是肩负着启蒙的任务，带着对传统社会与文化彻底反叛的立场开始文学创作的。这种沉重的使命感，使鲁迅的小说带有一种特别的厚重与苦涩。《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第一篇乡土小说，也是他运用乡土小说投入社会文化批判的总体宣言和纲领。它以“毫不可惜其溃灭的决心，对旧制度做出了历史性的总判决”。[4](P22)受到迫害的狂人发现“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4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还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理装满着吃人的意思。”小说对封建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揭露令人发指。《祝福》中的祥林嫂一生受尽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的迫害，至死还带着对神权的敬畏和恐怖，人们也并没有因为祥林嫂的死而感到吃惊，一如既往，祝福四起。封建等级观念作为统治意识，产生出人民群众的愚昧迷信、麻木冷漠和对于权势的敬畏和顺从。小说的主旨与作家的理性追求达到了一致。相对正规系统的现代教育、对中外文学艺术资源的广泛而充分的占有、学习与借鉴，形成了鲁迅潜在的、充满自信的、敢与传统对抗、坚信胜利的优越感，形成了鲁迅开阔的视野、开放性的把握，使他有能力站在融合中西文化之长的现代性立场上观照与审视具有数千年历史与传统的乡土中国。
鲁迅特殊的文化底蕴，生活经历，特殊的与文学结缘的方式、特殊的对乡村社会关注原因，都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乡村图景与面貌，和他对乡村人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的感受、理解方式，影响了他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基本姿态，使其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解构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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